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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OS013 

訪談對象：周弘憲（前台權會執委，1986-1990） 

口訪日期：2012 年 12 月 21 日 

口訪地點：政大國際學舍咖啡廳 

訪 談 人：嚴婉玲 

 

我是1953年生，嘉義縣人。因為我父親是小學老師，也是青年黨黨員，一

直有參與對抗國民黨政府的活動，所以從小就受了一些影響。但比較重要的因

素是高中的時候看《文星》雜誌跟《自由中國》，尤其受《文星》雜誌影響很

大，覺得這個社會不公不義。所以我考大學的第一志願是填法律系。1972-76年

就讀台大法律系，大學時期我參與《大學新聞》社及台大《法言》社，那時大

新社主要是以辦報方式宣揚一些民主自由的理念，反抗威權。 

法律系畢業後就當兵，因為大學時就考上公務人員高考，當兵完就被派到

公營銀行工作，一年後考上司法官，但口試卻因為政治因素被刷掉。後來去考

律師，1980年考上後就開始執業。 

美麗島事件那些人有些有認識，從大學時代就有來往，因為我父親是青年

黨黨員，是郭雨新的追隨者，我自然也想見郭雨新，陳菊那時是郭雨新的秘書

，要見郭雨新一定要經過陳菊，所以就自然和陳菊熟起來，她和一群台大學生

因此就開始有來往，我又透過陳菊認識張俊宏、康寧祥、黃信介。我從學生時

代就幫郭雨新助選，吳乃仁、邱義仁他們都是，所以那時已經跟黨外人士幾乎

都認識。後來因為我當兵兩年，然後到公營銀行工作兩年，這幾年就比較少直

接參與黨外運動。 

律師是一個專業工作，也要促進社會正義，所以在世界各國，律師在反對

運動都扮演重要角色，這是使命。加上前面又有大學時代的淵源，所以我當上

律師後又再度投入黨外運動。那時候的議題主要著重在政治自由，言論、集會

結社及人身自由。台灣獨立當時是被壓制的思想，希望透過言論、集會結社的

自由來談，所以要打破黨禁、報禁。 

我那時有參與民進黨的前身──黨外公政會，之前也有幫忙辦雜誌，最早

是《台灣政論》，黃信介跟康寧祥辦的，當時我大四，張俊宏是總編輯，他們

找我去當工讀生，幫他們編排，處理庶務之類的。後來像《前進》雜誌，我有

參與一些，參與比較多的是《八十年代》，我主要是寫文章，當時都用筆名，

另外就是擔任類似法律顧問之類的，有言論自由的官司，我都幫他們當辯護律

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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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權會成立的事我印象很模糊，我好像一成立就有參與，應該是因為陳菊

的關係。參與主要是法律的支援，那時案件很多，有主張台灣獨立的，有群眾

運動的，印象比較深都是這些案子。 

台獨案方面就是1987年，蔡有全及許曹德他們在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章

程裡主張台灣獨立，就變成叛亂罪，我幫蔡有全辯護。1991年陳正然的獨台會

案，我擔任陳正然的辯護律師，他本來被判了兩年。後來因為有「一百行動聯

盟」運動，政府迫於壓力修法，不處罰單純意圖叛亂，他們就變成免訴。 

群眾運動類的案件是最多的，主要是妨礙公務及違反集遊法。1988年五二

○農民請願事件，逮捕一百多人，起訴九十幾人，我幫其中六個人辯護，包括

蕭裕珍等人。另外一類就是黑名單，1991年鄭自才偷渡回來，被認為違反國安

法，那個案子也是我幫他辯護。 

這些人被抓去都很恐慌，他們很多不是政治人物，被抓去、被恐嚇，我們

去幫他們辯護讓他們比較心安。像陳正然被抓去調查局，我就陪他在調查局訊

問。我們也不能做什麼，偵查中只能在旁邊看，但對他有穩定的作用，還可以

避免被刑求，他從白天被問到晚上，問到清晨，都沒睡覺，早上就直接送到檢

察署，讓檢察官複訊。 

我們這些律師當時有兩個功能，第一個是安撫被告，不讓他們恐慌，也避

免對方用言語或肢體的刑求，第二個是法庭上的抗爭，像美麗島大審，律師的

辯護內容，報紙會刊登，人民就會看到。至於實質，我當然希望我的當事人無

罪，在那種情況下很難奢求，我們只能盡力而為。但也是有無罪的案子，像群

眾運動類，五二○事件有一個被告就判無罪。我們的重點不是像一般刑案，我

們重在過程，而非結果。因為政府用法律來處理，大概不會輕放。 

台權會這些會員或執委，都比較本土，傾向台灣獨立，但我們不會僅限於

幫相同立場的人辯護，1988年，老兵行動聯盟為了戰士授田證的問題，去國民

黨中央黨部前抗議，跟我們沒關係，但我們也是義務幫他們辯護。1987年有個

劉廣生，以前參加過中國共產黨，後來被以叛亂罪起訴，那個案子我們也幫他

辯護，因為我們認為主張共產黨也是基本的言論自由。 

我是1986年開始當執委，88年改選又當選一次。執委名單中，律師佔很大

部分，另外就是學界，像張炎憲、鄭欽仁老師，另外就是一些藝文界，像李敏

勇、李喬，還有從事社會運動的陳菊、曹愛蘭。當時律師界很少人敢參與這些

社會運動，雖然不像白色恐怖那樣，但政府還是會壓制。做一個律師，在反對

運動中拋頭露面，怕影響案源，接不到政府或大企業的案件，所以一般律師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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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太敢參與。我的背景就很自然會參與，辦這些義務案件都不拿錢。 

我剛當律師的時候，律師還很難考，律師很少，案源固定，生意就還好，

有賺一些錢，經濟是沒有問題。我跟顧立雄、黃瑞明、蘇煥智等是當時年輕一

輩的改革派律師，林敏生是我們的龍頭。那時我們才三十出頭，在律師界是很

講求輩分，我們這些年輕律師要起來改革由軍法官出身的律師把持的律師公會

，我們就商議找一個輩份夠的律師當領導人。律師公會這仗，前輩們打了幾十

年都攻不下來，直到我們這幾個有一些經驗，知道選舉要怎麼選，才下定決心

要攻下來。我們一開始先找另一個前輩律師當龍頭被婉拒，林敏生一開始也婉

拒，後來繼續遊說以後才決定參與，我們把他的辦公室作為文聯團辦公室去運

作，做很周延的運作，在律師公會改選中，一舉成功，律師公會整個轉向，林

律師從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做到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理事長。另一個重大影響

是林律師爾後積極捐錢成立民間司改會。像我跟黃國鐘，當選台北律師公會理

事，在所有理事裡面是最年輕的，那個改革對於律師公會運作與司法改革運動

是很重要的轉捩點。 

我擔任台權會執委後，要參加例行的委員會做決策，對於會務就比較有參

與，跟當會員時多少還是不太一樣，但我個人的重點還是放在法律諮詢和具體

案件的辯護。我當執委時會長是陳永興，下一任是李勝雄，再來是鄭欽仁，後

來是施明德。 

1987年的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主要訴求是平反，好像沒有發生法律案件，主

張二二八平反跟台獨不一樣，比較沒有爭議。台權會當時比較重要的工作是救

援政治犯，很多人還被關，還有很多人在綠島，除了救援他們，我們還關心他

們的家屬，也常辦座談會，談像二二八、集遊法這些題目，有時也有群眾活動

。另外就是積極參與國際上的人權議題，別的國家發生重大人權事件，台權會

也會聲援。 

1994年陳水扁選上台北市長，找我去當法規會主委，進入體制，就慢慢不

再參與台權會。後來市政陸續發生是否侵犯人民權益的爭議，我是市政府的一

員當然要支持市政府的政策，像14、15號公園違建，住宅區內色情場所，法律

上都是違法，但這些議題我們不是主管機關，比較多是做法律解釋，立場上比

較不會有問題。 

他們說我大概是台權會辦最多法律案件的律師，從1986到1991年每個案子

幾乎都參與。林玉体老師我也幫他辯護過。那時每年年底都要去台權會取得單

據，證明今年的哪個案子是由台權會委託辯護的。到每年三月報稅就要把整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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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據拿去跟國稅局說這些案件是無酬的，不要計入所得總額。我覺得那時台權

會運作是蠻順的，大家都是付出。當時的台權會義務律師還有李勝雄、洪貴叁

、郭吉仁、蔡明華，至於陳水扁、謝長廷當時比較大咖，也有參與，但因為忙

於政治，案子接的比較少。 

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宗旨就是促進台灣人權的提升，我們那時代多處理政治

人權那一塊，如避免人民被違法逮捕拘禁，現在關注的面更寬廣，像女性、弱

勢、原住民。現在政治面的議題不多了，就算有也比較模糊了，這是隨著社會

的改變，必然的現象。以前台權會會成立也是因為有這麼多政治案件，既然這

些案件比較少了，就會關心其他議題。 


